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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甲烷作为强效温室气体，其单分子温室效应在百年尺度上是二氧化碳的 30

倍，而海洋甲烷储量占全球总储量的 95%，甲烷源汇过程直接影响全球气候变化.

本文通过文献调研和数据分析方法，系统梳理了全球海洋甲烷渗漏的空间分布格

局与运移扩散机理，并结合南海、墨西哥湾等典型案例区实测数据定量评估环境

效应.结果显示全球甲烷渗漏呈显著空间差异，环太平洋海域渗漏最为活跃，北极

与大西洋沿岸次之，环南极洲海域最低.这种分布格局主要由板块构造活动、天然

气水合物稳定带条件以及沉积有机质供给共同控制.北极等高纬度地区的实际渗

漏活跃度可能被低估，这些地方是海洋甲烷进入大气的主要来源.从全球来看约

70%-90%的海底渗漏甲烷被微生物氧化消耗，但仍有 1.5%-4%直接进入大气，年

贡献量约 6-12 Tg.海底甲烷渗漏通过水体运移扩散、生态重构和温室气体排放对

全球环境产生显著影响.应加强动态监测及甲烷负排放技术研发，服务双碳目标

与全球气候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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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ver a 100-year period, methane has a global warming potential 30 times 

that of carbon dioxide on a per-molecule basis. As a potent greenhouse gas, methane 

stored in the ocean accounts for 95% of the global total reserves, and the processes of 

methane sources and sinks directly influence global climate change. In this paper,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pattern and transport and diffusion mechanism of global marine 

methane leakage are systematically investigated through literature research and data 

analysis, and the environmental effects are quantitatively assessed by combining the 

measured data of typical case areas such as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the Gulf of Mexico. 

The global methane seepage shows significant spatial differences, with the most active 

seepage in the Pacific Rim, followed by the Arctic and Atlantic coasts, and the lowest 

in the Antarctic Rim. This distribution pattern is primarily controlled by tectonic activity, 

conditions within the hydrate stability zone, and the supply of sedimentary organic 

matter. The actual seepage activity in high-latitude regions such as the Arctic may be 

underestimated, representing a major source of oceanic methane in the atmosphere. 

Approximately 70%-90% of seafloor methane seepage is oxidized and consumed by 

microorganisms, but 1.5%-4% enters the atmosphere directly, contributing 6-12 Tg per 

year. Seafloor methane seepage has significant impacts on the global environment 

through ocean acidification, ecological restructuring, and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Dynamic monitoring and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methane negative emission 



technologies should be strengthened to serve the dual carbon goals and global climate 

governance.  

Key words：Methane leakage; spatial distribution; multidimensional transport and 

dispersion; global oceans; environmental effects 

引言 

甲烷作为一种强效温室气体，在全球气候变化中扮演着关键角色.根据联合国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五次和第六次评估报告，甲烷的全球增温

潜势（（GWP）在 20 年尺度内约为二氧化碳的 83 倍，在 100 年尺度内约为 30 倍

(Adopted, 2014；Masson-Delmotte et al., 2021).甲烷辐射强度为 0.61 W/m2，约为

二氧化碳的三分之一，是仅次于一氧化碳的第二大羟基自由基吸收汇，在全球对

流层的氧化能力方面起着重要作用(Etminan et al., 2016).近年来，大气中的甲烷年

排放量达到 1983 年开始系统监测以来的最高水平，对全球温室效应的贡献率超

过三分之一(Feng et al., 2022).甲烷主要排放源包括湿地、农业、人为活动（如化

石燃料的生产和消费）、生物质燃烧，以及地质渗流、白蚁、内陆水域和海洋等

(Saunois et al., 2019).甲烷在大气中的寿命约为 9 年，主要通过与羟基自由基的反

应、土壤微生物代谢以及与氯原子的反应等途径被清除(Thanwerdas et al., 2019)，

相关全球甲烷释放途径及储量如图 1 所示. 

海洋作为地球最大的甲烷储库，甲烷源汇作用不容忽视.据估计海洋每年产生

的甲烷量约占全球甲烷产生总量的 30%，对大气甲烷的贡献可达 1.5%-4% 

(Cicerone et al., 1988；Judd et al., 2002；Reeburgh, 2007).冷泉系统是海洋重要的甲

烷来源之一，常见于世界各地的大陆边缘，富含碳氢化合物的流体以每年几厘米

到几米的速度从海底渗出，其中主要成分为硫化氢和甲烷(Luff et al., 2003；Brown 

et al., 2005).在冷泉区，以天然气水合物甲烷为能量源的缺氧沉积层孕育了海洋中

最庞大的微生物生态系统之一，其细胞数达到 107-109个/cm3(Michaelis et al., 2002；

Treude et al., 2007).在这些环境中，甲烷厌氧氧化（（Anaerobic Oxidation of Methane, 

简称 AOM）和硫酸盐还原（（Sulfate-Reducing，简称 SR）耦合是主要的能量生成

过程，由甲烷厌氧氧化古菌（ANaerobic MEthanotroph，简称 ANME）和硫酸盐



还原细菌（（Sulfate-Reducing Bacteria，简称 SRB）共同介导(Niemann et al., 2006；

Schreiber et al., 2010).因此，AOM 过程是海洋最重要的甲烷汇，估计每年可消耗

海底约 300 Tg 甲烷.海底沉积物和深部储层释放的甲烷超过 80%在逸出前被氧

化，不仅有效减缓了温室气体甲烷的排放，又孕育了繁盛的微生物和底栖动物

(Reeburgh, 2007). 

 

图 1 全球甲烷储量和通量.数字代表 2000-2009 年估计的第四季度 (Tg CH4) 年度通量和第四

季度 (Tg CH4) CH4 储量.黑色箭头表示 “自然” 通量，即自 1750 年以来不是由人类活动直接

引起的通量，红色箭头表示人为因素造成的通量，浅棕色箭头表示自然和人为因素共同造成的

通量，引自(Ciais et al., 2014；Reay et al., 2018). 

海底甲烷从深层天然气水合物区向大气的垂直迁移是一个复杂的生物地球化

学过程.大陆架沉积物中的甲烷，主要来自深层天然气水合物分解，全球海洋大陆

架边缘沉积物的甲烷释放量约为 0.01-0.05 Gt C y-1，占全球大气甲烷含量的 1%-



5%(Cicerone et al., 1988；Dickens, 2003).在海底沉积物中，产甲烷古菌通过多种

代谢途径生成甲烷，主要包括：乙酸裂解途径，将乙酸分解为甲烷和二氧化碳；

氢营养二氧化碳还原途径，利用氢气还原二氧化碳生成甲烷；甲基营养途径，通

过甲基化底物歧化或还原生成甲烷(陈烨等, 2022；王旭东等, 2024).冷泉系统中甲

烷的主要消耗机制为硫酸盐耦合的 AOM 过程，由 ANME 与 SRB 在硫酸盐-甲烷

转换带(SulfateMethane Transition Zone，简称 SMTZ)中协同完成(Boetius et al., 

2000；Knittel et al., 2009；Chen et al., 2023a).大部分甲烷在沉积物中经 AOM 作

用被厌氧氧化，少量进入上覆水体后再被有氧氧化，构成甲烷向大气释放的关键

屏障(Valentine et al., 2001；Knittel et al., 2009).尽管存在这些消耗机制，部分水体

仍出现甲烷过饱和现象，来源包括深部冷泉渗漏和水体甲基化化合物的细菌裂解

等(Damm et al., 2010；张亭亭等, 2020；Wang et al., 2021；Li et al., 2024). 

在全球变暖和人类活动加剧背景下，深海甲烷渗漏规模和频率呈上升趋势，

对海洋生态系统产生潜在影响(Joung et al., 2022；Nisbet, 2022).深海甲烷渗漏增

加可能带来海水酸化、局部缺氧区扩大、化能合成生态系统扰动等海洋环境问题，

并可能通过甲烷释放加速气候变暖，形成正反馈循环.尽管海洋甲烷对大气的直

接贡献相对较小，但潜在气候影响不容忽视.地质历史上的古新世-始新世极热事

件(PETM)表明，甲烷氧化放大了甲烷的排放量，大规模甲烷释放可引发全球剧

烈气候变化和生态系统重大变迁(Li et al., 2022a；Kim et al., 2025).在全球变暖和

人类活动加剧的背景下，海洋甲烷系统面临多重扰动：（1）极地和高纬度海域天

然气水合物稳定带上移，可能触发大规模甲烷释放(Shakhova et al., 2010)；（2）

深海资源开发可能破坏天然气水合物稳定性，虽然目前中纬度海洋分解天然气水

合物产生的大气释放可以忽略不记(Joung et al., 2022)；（3）海洋酸化和缺氧可能

削弱微生物氧化屏障(Gelesh et al., 2016).虽然地质历史上的 PETM 等大规模甲烷

爆发情景与当前情况存在显著差异，但这些事件揭示了甲烷-气候系统潜在的非

线性响应和临界点风险(Ruppel et al., 2017). 

本文通过系统的文献调研和多源数据综合，分析了全球海洋甲烷渗漏空间分

布.结合南海、墨西哥湾等典型案例，梳理了海底甲烷从深部储层到大气释放的过

程，评估了不同环境条件下的运移扩散规律和环境效应.本研究拓展了海洋甲烷

渗漏空间分布与运移扩散机制的理论认知，深化对环境和生态效应的理解，为海



洋生态环境保护和甲烷泄漏监测提供科学支撑. 

1 全球海洋甲烷渗漏空间分布特征 

1.1 全局空间分布特征 

全球海洋甲烷渗漏呈现显著的空间异质性，受到季节性变化(Mogollón et al., 

2011)、气候变化(Serov et al., 2023；Sultan et al., 2020)和地质活动(Hiruta et al., 2023)

等多种因素影响.Gelesh 等人在美国富营养化的切萨皮克湾观察到，季节性缺氧

与较高的甲烷通量之间存在直接联系(Gelesh et al., 2016).Sultan 等人在北极西斯

瓦尔巴群岛进行的水声实验和沉积物孔隙测样证实，潮汐显著影响甲烷气体排放

的强度和周期(Sultan et al., 2020).Ferré 等人在北冰洋的研究发现，海底天然气水

合物活动比温暖条件下明显减少了甲烷排放(Ferré et al., 2020).从空间分布来看，

环太平洋地区因活跃的板块俯冲带和转换断层系统发育，形成了深部甲烷运移的

优势通道，成为全球甲烷渗漏最活跃的海域之一.北大西洋沿岸因第四纪冰川活

动和海底滑坡广泛发育,形成了大量甲烷渗漏点.近年来针对北极地区特别是东西

伯利亚海等浅水大陆架的观测表明，该区域的甲烷渗漏实际上非常活跃，是全球

大气甲烷的重要来源区之一(Shakhova et al., 2010；Shakhova et al., 2015；Serov et 

al., 2023).相比之下，环南极洲地区因深水环境、低沉积速率和较低的有机质供给，

渗漏活动相对较弱. 

为全面揭示海洋甲烷渗漏的全球分布格局，研究人员综合了近年来海洋天然

气水合物区甲烷渗漏的文献以及大洋钻探计划（ODP/IODP）等数据，获取全球

各大洋已探明及潜在甲烷渗漏点位信息(Ni et al., 2025)，绘制了全球海域甲烷渗

漏空间分布图（（图 2）.数据显示，全球已识别的天然气水合物赋存区域约占全球

海底面积的 10%，其中 70%以上分布在构造边界区和深海边缘.全球天然气水合

物潜在分布图与甲烷渗漏点分布图高度一致，表明天然气水合物分解释放是现代

甲烷通量的重要贡献途径，这一分布规律也为预测未来气候驱动下的潜在渗漏风

险区提供了重要依据. 



 

图 2 全球海域甲烷渗漏空间分布图，引自(Ni et al., 2025). 

空间分布数据显示，甲烷渗漏点主要集中在大陆架边缘和大洋边缘地带，特

别是在北大西洋、地中海、北极地区以及环太平洋沿岸呈现出高密度分布.其中，

渗漏点分布与洋流系统在全球尺度上呈现显著正相关（R2 = 0.86, RMSE = 1.38）

(Ni et al., 2025).这种现象可能暗示了洋流动力学对天然气水合物稳定性及甲烷释

放的影响.一方面，洋流系统通过暖流（（如湾流、黑潮）引起的海底温度变化，可

能触发天然气水合物分解和甲烷释放(Mienert et al., 2005).另一方面，强洋流产生

的底层剪切应力和压力扰动可能改变甲烷的运移路径(Plaza‐Faverola et al., 2017).

此外，洋流控制的海底沉积物分布格局还可能影响有机质供给和微生物产甲烷活

性，从而进一步调节甲烷的生成与释放(Graves et al., 2015).然而，洋流与甲烷渗

漏分布的相关性也可能部分源于观测偏差，主要洋流路径往往是科学考察活动最

为密集的区域.因此，相关机制的验证仍需依赖更多高精度、长时序的原位观测数

据(Ruppel et al., 2017).此外，北极地区甲烷渗漏的高密度分布尤为引人注目，这

可能与全球变暖导致的永久冻土融化和海底甲烷水合物失稳有关，并可能进一步

形成气候变化的正反馈机制(Serov et al., 2017；Shakirov et al., 2020). 

1.2 区域空间分布特征 

基于全球分布格局，不同海域的甲烷渗漏在空间密度、释放强度和赋存形态

等方面呈现显著的区域差异，这主要受地质构造背景、气候环境条件和沉积过程

的耦合作用控制（（图 3）.以北极东西伯利亚海大陆架为例，该区域大量甲烷渗漏

现象与多年冻土解冻、天然气水合物稳定带下限抬升等气候驱动因素高度相关



(Stotler et al., 2010).甲烷渗漏形式主要表现为浅水环境中密集气泡排放及甲烷羽

状流，羽流高度可达数十米甚至上百米，部分渗漏点将甲烷输送至大气.研究表

明，北冰洋海底直径为3-5毫米的甲烷气泡在上升过程中路径稳定、停留时间短，

极易越过水体氧化层进入海气界面.这种现象在夏季尤为多发，使得北极浅海区

域成为全球少数能够在短期内直接影响大气甲烷浓度的区域之一(James et al., 

2016；Shakhova et al., 2017；Shakhova et al., 2010). 



 

图 3 全球海洋甲烷渗漏分区对比图.左：各区域沉积层和水体中甲烷浓度分布；中：基于 SMT

深度估算的甲烷渗漏通量随水深变化(横坐标为水深/m，纵坐标为 CH₄通量/mol·m⁻²·yr⁻¹)；右：

全球甲烷渗漏空间分布.引自(Ni et al., 2025). 

北大西洋沿岸是甲烷渗漏的另一重要区域，其甲烷活动与第四纪以来的沉积



物滑坡和冰川地貌改造密切相关.其中挪威海 Storegga 滑坡带是最典型的代表，

该滑坡带的残留构造中富集大量甲烷气体，形成了持久的气体羽流输运系统

(Bünz et al., 2003；Karstens et al., 2023).类似的甲烷活动也出现在苏格兰西部陆坡

和爱尔兰盆地边缘，其甲烷羽流分布主要受控于中新世以来的构造抬升带与断陷

盆地边界(Talling et al., 2014).此外，对波罗的海波恩霍姆盆地 44 个站点的沉积物

分析均显示出明显的甲烷富集(Hilligsøe et al., 2018)，进一步证实了北欧边缘海普

遍存在显著的甲烷活跃特征. 

环太平洋地区是全球甲烷渗漏最为活跃的区域之一.墨西哥湾北部陆坡是该

区域研究最为深入的典型代表.2011 年和 2014 年的系统调查发现，该区域既存在

“深水地平线”漏油事件引发的人为甲烷释放，也广泛分布着天然气水合物自然分

解形成的甲烷渗漏点(Kessler et al., 2011；Skarke et al., 2014).这些深水碳氢化合物

渗漏点是大气甲烷的重要来源(Hu et al., 2012).在美国加州外海，E/V 鹦鹉螺号科

考同样识别出多处活跃的甲烷渗漏点(Levin et al., 2016).在西太平洋，日本海西北

部的水柱、沉积物和浅层天然气水合物层中均发现了明显的甲烷渗漏证据

(Vereshchagina et al., 2013；Aoyama et al., 2021)，表明环太平洋构造活动带普遍

存在活跃的甲烷渗漏过程. 

南海是我国海洋甲烷渗漏研究的核心区域，在陆坡断裂构造带、盆地边缘及

沉积中心附近普遍发育羽状气泡和声学异常反射.北部陆坡区域的琼东南盆地、

珠江口盆地南缘及陆丰凹陷等地广泛分布多点并发型羽状流，其海底局部沉积物

温度较正常地热梯度异常升高，主要受深部热流体上涌和天然气水合物分解影响，

并伴随高通量甲烷释放(郝海燕等, 2018；景建恩等, 2018；尹希杰等, 2008).珠江

口盆地东部海域天然气水合物尤为富集(沙志彬等, 2015；吴能友等, 2009；杨克

红等, 2016；尹希杰等, 2010)，陆坡广泛发育数米至公里尺度麻点构造(Zhu et al., 

2025)，西部海域的“海马”冷泉展现出更为明显的甲烷渗漏羽流(梁前勇等, 2017；

赵静等, 2020).台湾西南海域甲烷渗漏最为显著，沉积物孔隙水中甲烷浓度达 1-

10 mM，底层海水浓度为 5-50 nM，是背景区域的 10-100 倍.该区域硫酸盐还原

速率显著加快，CH4 的碳同位素（（δ¹³C）值为-60‰至-75‰，表明存在强烈的生物

成因产甲烷过程(Chuang et al., 2010；Chuang et al., 2013；Hu et al., 2017).总体而

言，南海地区的研究揭示了边缘海盆地中甲烷渗漏的多样性特征，为理解西太平



洋构造活动区的甲烷循环提供了关键证据. 

2 海底甲烷来源与泄漏机制 

 海底甲烷的来源、赋存形式及其向水体和大气的释放过程，是理解海洋甲烷

循环的核心问题.海底甲烷主要有生物成因和热成因两种来源(Lollar et al., 2006；

Stolper et al., 2015).生物成因甲烷在低温、厌氧环境下由微生物分解有机质产生，

主要通过氢营养型、乙酸发酵型和甲基营养型等代谢途径形成，通常赋存于浅层

沉积物中；热成因甲烷则在高温高压条件下由有机质热解生成，主要存在于深部

地层中(图 4).这些成因途径受沉积环境和地质构造的综合控制.沉积环境决定了

有机质类型、丰度及保存条件，进而影响微生物产甲烷的底物供给和代谢途径选

择；地质构造则控制温度-压力条件和流体运移通道，深部高温高压环境促进热

成因甲烷形成，浅层低温环境则有利于生物成因甲烷产生.因此，深水盆地、活动

大陆边缘等不同构造-沉积背景下的甲烷成因机制呈现明显差异(Whiticar, 1999；

Milkov et al., 2018).甲烷从海底向上运移和释放受到多重机制的调控，包括天然

气水合物分解、地质构造活动、气候变化等.例如，在末次冰消期，高纬度地区如

北极的冰盖消退和海平面上升导致天然气水合物稳定带上移，引发了区域性的甲

烷释放增强(图 4a) (Portnov et al., 2013). 

 

图 4 甲烷成因类型与古气候事件示意图.a：末次冰消期高纬度地区（如北极）的甲烷渗漏过

程，蓝色箭头表示时间序列；b：生物成因甲烷的形成途径；c：热成因甲烷的形成过程；据

(Sluijs et al., 2007；Dickens, 2003)修改绘制. 



生物成因甲烷是浅层海洋沉积物中 CH₄的主要来源(Maltby et al., 2016；

Wallenius et al., 2021).北极海底沉积物富含浮游生物残骸，经微生物分解持续产

生生物成因甲烷并占主导地位(Shakhova et al., 2010).生物成因甲烷具有显著的同

位素特征，其碳同位素（（δ13C）值通常较轻，一般在-60‰至 -110‰之间，这是因

为微生物在代谢过程中优先利用 12C，导致生成的甲烷中 13C 的相对含量较低

(Blair, 1998；Zhang et al., 2002；Wang et al., 2024).根据母质来源和形成条件，生

物成因甲烷可分为原生型和次生型两个亚类.原生型生物成因甲烷的碳源主要是

浅部地层中的活性有机质(尚未转化成干酪根)和未成熟干酪根(Rice et al., 1981；

Tori et al., 1999).次生型生物成因甲烷的碳源则来源于深部地层中的成熟有机质，

包括成熟干酪根、原油和湿气组分（C2+烃类，如乙烷、丙烷等高碳烃类气体），

是深部热成因烃类在运移过程中经微生物降解改造后生成(Lai et al., 2021). 

热成因甲烷的生成主要发生在深部高温高压环境中.当有机质埋藏深度达到

数千米时，地层温度升高至 120°C -150°C 以上，使得有机质发生热裂解反应，逐

步转化为甲烷及其他烃类气体（（如图 4c 所示）.与生物成因甲烷不同，热成因甲

烷的 δ¹³C 值相对较重，且常伴生乙烷、丙烷等重烃组分(Milkov et al., 2005).在板

块俯冲带、裂谷带等构造活跃区域，深部地层的温度和压力条件更有利于热成因

甲烷形成.构造活动为甲烷向上迁移行为提供有效通道.此外，在适当的温压条件

下，深部油气藏可分解释放大量 CH₄(Adler et al., 2011；James et al., 2016). 

海底沉积物的甲烷需要通过特定的构造通道才能从源区向海底运移并最终

发生渗漏.地质构造活动为深部甲烷提供了向上运移的通道(Ciotoli et al., 2020).在

板块俯冲带、扩张脊及转换断层等构造活跃区域，地壳变形和应力变化频繁，产

生大量断层和裂隙系统.这些断层系统切穿巨厚沉积层延伸至海底，有效连接了

深部油气系统和微生物活跃带，促进了海底甲烷的释放过程.甲烷的运移形式主

要有溶解态和气泡态两种：溶解态甲烷通过分子扩散缓慢进入水体；气泡态甲烷

以游离气泡形式快速从海底上升(Sloan Jr et al., 2007).固态天然气水合物本身并

非主要运移形式，仅在极少数情况下(如大规模海底滑坡)可能发生天然气含水合

物沉积物的整体搬运，但天然气水合物在运移过程中通常会因压温条件变化而迅

速分解(Sultan et al., 2004). 

从全球碳循环角度看，中深部热成因甲烷和中浅部原生/次生微生物成因甲烷，



运移至相对浅部的水合物稳定带内形成天然气水合物，成为海洋沉积系统中甲烷

最大的汇(图 5). 

 

图 5 沉积层至海水大气甲烷渗漏碳通量示意图.AOM-SMT 表示在硫酸盐-甲烷过渡区的甲烷厌

氧氧化.棕色箭头表示扩散驱动系统中通量，蓝色箭头表示对流（冷泉）系统中通量，据

(Boetius et al., 2013)修改. 

气候变化对海底甲烷泄漏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温度和压力两个相互作用但效

应相反的因素上.一方面，全球变暖导致海水温度上升，打破甲烷水合物的相平衡

条件，促使天然气水合物分解为甲烷气体和水(Yu et al., 2021；Kretschmer et al., 

2015).另一方面，气候变暖引起海平面上升，增加了海底的静水压力，理论上有

利于甲烷水合物的稳定(Bohnhoff et al., 2024；Brown et al., 2005).然而，定量分析

表明，海水温度上升 1°C 对天然气水合物稳定性的破坏作用远大于海平面上升

数十厘米带来的压力稳定效应(Sultan et al., 2020).北极地区的观测证实，海底温

度升高正导致天然气水合物稳定带上移，甲烷释放速率增加(Westbrook et al., 

2009) . 



3 甲烷在水体中的运移扩散过程 

3.1 甲烷在沉积层中的迁移机制 

在海底沉积物中，甲烷从深层微生物生成区向海底界面运移主要通过三种方

式实现（图 6）：分子扩散、气泡渗流和构造对流输运.分子扩散是甲烷在沉积物

中最基本的运移方式，溶解态甲烷沿浓度梯度由深部向浅部缓慢迁移.低渗透细

粒沉积物中，甲烷主要依赖分子扩散运移.例如，在北极东西伯利亚陆架和南海深

水盆地，沉积物有效扩散系数约为 10⁻⁹ m²/s 至 10⁻¹⁰ m²/s.在这种扩散主导的系统

中，甲烷从数百米深的产甲烷层运移至海底界面通常需要数千至数万年，渗漏通

量较低(Bakunov et al., 2023).当甲烷生成速率超过扩散消耗速率时，甲烷会在

SMTZ 以下快速积累并形成自由气相，从而转变为更快速的气泡运移模式. 

 

图 6 海洋沉积物中甲烷迁移的主要机制示意图，据(Madison et al., 2013；牛明杨等, 2018)修改. 

自由气相渗流是甲烷运移的重要机制.当沉积物中甲烷浓度超过溶解度极限

或孔隙气体压力超过沉积物的毛细管突破压力时，甲烷开始以游离气泡形式存在

(Cahill et al., 2018).这些气泡在浮力、压力梯度和毛细压力的共同驱动下，沿着相

互连通的孔隙网络向上运移.气泡的运移路径和效率主要受控于沉积物的孔隙结

构、渗透性和含气饱和度.在粗粒沉积物（（如砂质层、粉砂层）中，高渗透性使气

泡运移更为高效；而在细粒黏土层中，低渗透性显著限制气泡运动，导致甲烷优

先沿高渗透层运移，形成渗漏快道. 

构造控制的对流输运可优先加快甲烷的迁移速率(Wood et al., 2016).当地层中

甲烷生成速率过快或压力积聚到临界值时，甲烷会沿断裂构造形成稳定羽状流.

声学剖面和地球化学剖面显示，甲烷渗漏在断裂密集区更为活跃，与新生代以来



的构造活动密切相关(Daigle et al., 2010).在南海北部陆坡和墨西哥湾盆地，调查

发现大量“气烟囱”结构，直径数十米至百米，穿透厚层沉积物向上输送气体，成

为沉积柱中的主要逸散路径(Gorchov Negron et al., 2020；Ye et al., 2019).在东非

裂谷延伸至海底的区域，陆坡滑移体充当气体聚集与运移的通道，重力滑塌产生

的剪切带为甲烷渗漏提供优势路径，并诱发羽状流发育(Jia et al., 2023).构造控制

的快速输运可使甲烷在短时间内（（数年至数十年）从深部储层直接到达海底界面，

形成高通量渗漏点.因此，甲烷在沉积物中的运移沿纵向呈现非均质性，同时受控

于沉积物渗透性差异和构造通道分布：低渗透性的细粒沉积物限制气泡扩散运移，

而高渗透性的粗粒层和断裂构造带则成为甲烷快速上升的优势通道. 

3.2 SMTZ 与甲烷运移的关系 

SMTZ 是海洋沉积物中的一个关键地球化学界面，在甲烷循环和渗漏过程中

扮演着重要角色(张劼等, 2018).SMTZ 是硫酸盐还原和 AOM 过程的交汇处.AOM

是指在缺氧环境中，将甲烷氧化为二氧化碳和水的过程.SMTZ 的深度在不同海

洋环境中差异显著，在无深部甲烷来源的背景区域，SMTZ 深度主要取决于沉积

速率和有机质降解产生的甲烷通量.深海环境中 SMTZ 通常位于海底以下数十米

至数百米深度，而在陆架和海岸带区域，由于沉积速率较高和有机质含量丰富，

SMTZ 深度相对较浅，通常在海底以下数米至数十米范围内.相比之下，在存在深

部甲烷渗漏的活跃冷泉区，向上的高甲烷通量会驱动 SMTZ 显著上移至海底表

层，深度可浅至海底以下数十厘米至数米(Chen et al., 2023b).通过分析全球范围

内的数据，发现 SMTZ 深度越浅，通常对应着越高的甲烷渗漏通量.而在深部甲

烷通量较高的活跃渗漏区，强烈的甲烷通量驱动 SMTZ 向海底表层抬升，形成浅

层 SMTZ，并伴随高强度的 AOM 作用和硫酸盐消耗(Hu et al., 2023).这种深部甲

烷源对维持海底以下硫酸盐收支平衡起着关键作用(Hu et al., 2022).因此，SMTZ

深度是指示海底甲烷渗漏强度的有效地球化学指标：SMTZ 越浅，指示的甲烷通

量越高；SMTZ 越深甚至缺失，则表明深部甲烷供给有限或不存在活跃渗漏. 

AOM 过程的反应速率主要与甲烷和硫酸盐的浓度有关，当甲烷和硫酸盐的

浓度越高时，AOM 作用越强烈，消耗甲烷、硫酸盐的速率越快(徐思南等, 2024).

因此 SMTZ 不仅是判断甲烷渗漏强度的指标，还是理解海洋甲烷循环过程的关

键.然而，SMTZ 的厚度和位置并非固定不变，而是受到多种因素的动态影响，包



括沉积速率、有机质含量、甲烷通量等.在高甲烷通量区域，SMTZ 往往更靠近海

底表面，这不仅增加了甲烷渗漏的可能性，还可能导致自生碳酸盐岩的形成，进

而影响海底地貌和生态系统(Boetius et al., 2000；Peckmann et al., 2004；Suess, 

2014). 

基于全球冷泉和甲烷渗漏区的研究表明，SMTZ 深度与甲烷渗漏通量之间存

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Egger et al., 2018).在活跃冷泉区，强烈的深部甲烷供给使

SMTZ 抬升至海底浅层，形成高通量渗漏.而深层 SMTZ（（埋藏在海底以下数百米

至上千米）所代表的甲烷渗漏通量微弱，对海-气界面甲烷通量的贡献可忽略不

计.因此，海洋甲烷的有效释放主要集中在大陆架浅水区和活跃冷泉系统，这些区

域的浅层 SMTZ 是控制甲烷向上运移的关键屏障(Weber et al., 2019). 

SMTZ 的位置主要受控于向上的甲烷通量和向下扩散的硫酸盐通量之间的平

衡(Niewöhner et al., 1998).储层中天然气水合物分解产生的甲烷通过三种机制运

移：浅层沉积物中的分子扩散、孔隙水溶解运移，以及深部地层中游离态气体的

浮力上升(Boetius et al., 2013).这三种运移方式的甲烷截滤效率和渗漏通量存在显

著差异.在分子扩散方式下，甲烷向上运移速率缓慢，大部分在沉积物浅表层即被

甲烷厌氧氧化作用消耗(Valentine, 2011).微渗漏在海底分布更加普遍，甲烷渗漏

量对环境的影响较大(Etiope, 2012).当甲烷以气体和游离态气泡沿着海底断层和

断裂向上运移时，甲烷气泡群在海底形成“甲烷羽状流” (Greinert et al., 2006)，这

类气泡群可通过多波束声呐系统或海底原位观测装置直接探测.由于此类运移方

式的甲烷渗漏通量较大，通常被称为宏渗漏.综上所述，SMTZ 作为沉积物中甲烷

运移的关键屏障，其深度和强度直接影响甲烷能否有效穿透沉积层进入上覆水体，

进而影响海-气界面的甲烷交换通量． 

3.3 水柱中甲烷的运移扩散机制 

3.3.1 甲烷在海水中的溶解机制 

甲烷在海水中的溶解遵循亨利定律，溶解量与甲烷分压、温度和盐度有关

(Zhao et al., 2024).当甲烷从海底泄漏进入水体，首先发生溶解过程，随着与海水

的接触时间增加，溶解量逐渐达到平衡.亨利定律指出，在一定温度下，气体在液

体中的溶解度与在气相中的分压成正比（（适用于温度 0-30°C、压力 0.1-10 MPa、

盐度 0-40ppt 的海水环境）.对于甲烷在海水中的溶解，甲烷溶解度表示如下： 



𝐶 = 𝑘𝐻 × 𝑃                              （1） 

其中，𝐶为溶解度，𝑃为甲烷分压度，𝑘𝐻为亨利常数. 

温度对甲烷在海水中的溶解度有着显著影响(Dickens et al., 1994).随着温度的

升高，甲烷分子的热运动加剧，分子间的相互作用力减弱，会导致甲烷在海水中

的溶解度降低.盐度的增加也会降低甲烷在海水中的溶解度(Tishchenko et al., 

2005).海水中的盐分主要由各种离子组成，这些离子会与水分子相互作用，改变

水分子的结构和性质，使得甲烷分子更难进入水分子的间隙，从而降低了甲烷的

溶解度. 

除了温度和盐度外，压力对甲烷在海水中的溶解度也有重要影响.在深海环境

中，随着海水深度的增加，压力增大，甲烷在海水中的溶解度也会相应增加(Zhao 

et al., 2022).挪威海域的甲烷及其他水体气体扩散溶解过程，从剖面分析和其他各

气体的扩散来看，甲烷的水体扩散溶解随深度增加压力增大而上升（图 7）. 

 

图 7 挪威海域的甲烷泄漏水体扩散运移剖面，引自(Dølven et al., 2025).a.水体中 5 种气体和总

游离气体的垂直剖面图；c.海-气界面自由气体通量；b.不同深度的所有气体含量分布. 

甲烷在水体中的扩散过程主要包括分子扩散和湍流扩散两种形式，它们在不

同的时空尺度和环境条件下对甲烷的分布和运移起着不同程度的作用.分子扩散



是由于分子热运动而引起的物质迁移现象，是甲烷在水体中扩散的基本形式之一.

根据菲克第一定律： 

𝐽 = −𝐷
𝑑𝐶

𝑑𝑥
                            （2） 

其中，𝐽为扩散通量，
𝑑𝐶

𝑑𝑥
为浓度梯度，𝐷为分子扩散系数，反映了分子在介质

中扩散的难易程度. 

在海洋中，湍流主要由海流、海浪、潮汐等因素引起，通过剧烈混合水体物

质，从而加速海水中甲烷扩散过程，湍流扩散公示如下： 

𝐽𝑡 = −𝐾𝑑𝑥𝑑𝐶                          （3） 

其中，𝐽𝑡为湍流扩散通量，𝐾为湍流扩散系数，其大小取决于湍流的强度和尺

度，取值比分子扩散系数𝐷大得多，𝑑𝑥𝑑𝐶为浓度梯度. 

在强海流和大风浪作用下，水体的湍流强度增大，湍流扩散系数也会显著增

大.例如在墨西哥湾的甲烷泄漏事件中，强大的海流和海浪引起的湍流扩散导致

甲烷在短时间内扩散到了广阔的海域(Hu et al., 2012). 

3.3.2 气泡态甲烷的运移机制 

甲烷主要通过三种方式进入海水：扩散作用、气泡上升和断层裂隙渗漏.这些

释放机制受到温度、压力、沉积物特性和微生物活动等多种因素的影响(Wuebbles 

et al., 2002).在气泡上升过程中，其速度受浮力、阻力和表面张力共同作用而逐渐

改变(Kulkarni et al., 2005).气泡的实际行为取决于压力效应与溶解效应之间的相

对强弱.在深水环境中，溶解效应往往占主导，大部分小气泡（直径<5-10 mm）

在上升几十至几百米后完全溶解于水体中(Greinert et al., 2010；Rehder et al., 1999).

相比之下大气泡（直径>10 mm）体积大而不易溶解，且上升过程中压力降低引

起的膨胀效应显著，更容易到达海面(Leifer et al., 2003). 

海底释放的甲烷在垂直运移过程中呈现出独特的浓度分布特征，Rusakov 等

在黑海研究发现，海底附近释放的甲烷在向上运移过程中浓度逐渐降低(Rusakov 

et al., 2018).James 等通过对大西洋多个区域的观测进一步指出，甲烷自海底释放

后，同时受到垂直混合与水平输运的影响，但垂直浓度梯度仍然是判断甲烷来源

和扩散速率的关键指标(James et al., 2016).此外，Shakhova 等在北冰洋陆架区发

现，季节性海冰融化会导致大量甲烷从海底释放，并在水柱中形成明显的垂直浓



度梯度(Shakhova et al., 2017). 

甲烷气泡在海水中的上升过程计算如斯托克斯公式（（适用于层流条件下，雷

诺数 Re<1 的小气泡，直径通常<1mm），在黏性流体中的上升速度𝑣可以表示为： 

𝑣 =
2𝑟2𝑔(𝜌𝑓−𝜌𝑔)

9𝜇
                             (4) 

其中𝑟（为气泡径径，𝑔（为重力加速度，𝜌𝑓（和𝜌𝑔（分别为流体和气泡的密度，𝜇（为

流体的动力黏度. 

在实际海洋环境中，甲烷气泡的上升速度还受到海水温度、盐度、压力以及

海流等因素的影响.例如，海水温度的升高会降低其黏度，从而加快气泡的上升速

度；而海流则会影响气泡的上升轨迹，使其发生偏移.在墨西哥湾的甲烷泄漏事件

中，海流作用就曾使气泡的上升路径呈现明显弯曲，并扩大了甲烷的扩散范围

(Solomon et al., 2009a). 

甲烷气泡在上升过程中还会发生一系列物理变化，包括气泡的变形、旋转和

内部环流等.在此过程中，气泡可能发生破裂和合并现象：破裂通常由压力不均或

气体过度膨胀引起，而合并则源于气泡间的吸引和碰撞(Leifer et al., 2002b).这些

行为会改变甲烷在水体中的分布和运移路径.部分甲烷会溶解进入海水形成溶解

态甲烷，其余则以微小气泡形式继续上升，最终释放至大气. 

Schmale 等基于在黑海 2000 m 水深区域的甲烷预算研究（（图 8）发现，甲烷

气泡在水体中的垂直分布受到溶解度和天然气水合物稳定性的显著影响.该研究

进一步指出，黑海水体中甲烷的最终稳定浓度是多次输入事件的累积结果，证实

了其垂直分布具有动态演变的运移特性(Schmale et al., 2010). 



 

图 8 海水甲烷溶解度曲线和平衡相图.a、b 图显示的是黑海 2000 m 和 700m 水深的甲烷预算，

色标表示甲烷输入事件时间，灰色区域表示黑海水体中甲烷的最终稳定浓度，据(Schmale et al., 

2010)修改.c 图红色实线表示海水中甲烷水合物的平衡线；蓝色实线为试采区海水温度曲线；红

色虚线表示生产试验后海水溶解甲烷含量的实测值 

海底释放的甲烷在水体中的最终归宿，主要受释放水深和微生物代谢活动的

控制.在浅海区域（（水深<100 m），尤其是高通量渗漏区，甲烷气泡常可直接上浮

至表层并进入大气(McGinnis et al., 2006).而在深海环境（水深>600 m）中，甲烷

运移行为则更为复杂.在甲烷水合物稳定域内，气泡表面可能形成水合物膜，暂时

抑制其溶解；随着上升过程中压力降低，气泡体积膨胀并逐渐破碎、溶解，其上

浮高度与初始渗漏量呈正相关(Leifer et al., 2006).深海甲烷气泡的溶解速率与其

气泡大小、上升速度及周围水体甲烷浓度密切相关(Greinert et al., 2010).值得注意

的是，即使在深海区域，仍有部分甲烷气泡能穿越数百米水深抵达上层水体

(McGinnis et al., 2006)，这主要受益于气泡表面形成的水合物膜对溶解过程的暂

时保护作用(Fu et al., 2021；Sun et al., 2018). 

3.4 海-气界面甲烷交换 

 海底甲烷经过沉积层和水体的多重过滤后，最终到达海-气界面.全球海洋向

大气排放的甲烷通量约为 2.2-6.3 Tg/yr(Weber et al., 2019).其中，浅水沿岸海域（（水

深<50 m）虽然仅占海洋面积的约 3%，但贡献了全球海洋甲烷排放总量的约 50%，

是海洋甲烷释放的主要贡献区(Weber et al., 2019).在背景区域，甲烷主要通过扩

散作用缓慢释放，而在地质构造活跃的冷泉系统，甲烷以气泡或溶解态快速涌出，



其释放通量比背景区域高出 2-3 个数量级(Regnier et al., 2011).在水深较浅的渗漏

区，大量甲烷气泡甚至可以穿过海水柱直接进入大气，甲烷氧化损失较少

(Solomon et al., 2009b).因此，近岸浅水区域被认为是海洋甲烷大气排放的主要场

所(Chen et al., 2024b).尽管这些高通量点源的空间覆盖范围有限，但由于其极高

的释放速率，对区域乃至全球的甲烷收支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 

IPCC 首次评估报告（1990）给出，海洋甲烷排放到大气的通量范围为 0-9 

Tg·yr⁻¹（（表 1）.除第二次评估报告（（1996）外，历次 IPCC 报告均将此来源纳入

大气甲烷清单（约为 5 Tg·yr⁻¹），与 Kvenvolden 等估算的 4 Tg·yr⁻¹ 甲烷基本吻

合(Kvenvolden et al., 2005).这一相对较低的贡献量反映了甲烷运移过程中的多重

生物地球化学消耗机制. 天然气水合物储层通常位于深部沉积层，分解释放的甲

烷在向上运移时首先在 SMTZ 被厌氧氧化作用大量消耗，进入水体后又经历好

氧甲烷氧化和物理溶解过程，导致最终到达海-气界面的甲烷比例很小.然而需要

注意的是，在类似 PETM 等灾难性事件发生时，天然气水合物分解可能成为大气

甲烷的主要短期来源，引发显著的气候效应(Ruppel et al., 2017；Archer et al., 2009). 

在 IPCC 的报告中把天然气水合物分解作为大气甲烷的一个可能来源，首先

是考虑到天然气水合物储层中封存的甲烷数量比地球系统其他部分的数量要多.

但是，IPCC 的报告并未提到天然气水合物分解产生的甲烷向大气排放的占比.虽

然天然气水合物有分解并释放甲烷到沉积物和海洋中，但目前仍然没有证据表明

这种天然气水合物来源的甲烷大量到达大气层，或者到达大气层的数量可能到明

显影响大气甲烷的总收支（（表 1）.在当前气候条件下，海洋天然气水合物和永久

冻土对大气甲烷的直接贡献确实相对有限.真正令气候科学家担忧的是这些系统

的巨大潜在储量及其对气候变化的高度敏感性(Dean et al., 2018；Ruppel et al., 

2017).因此，不能因为当前通量小就认为天然气水合物和冻土不重要.恰恰相反，

正是因为这些系统储存了巨大的甲烷储量，且其稳定性对气候变化高度敏感，才

使其成为气候系统中最危险的定时炸弹之一(Archer et al., 2009). 

 

 



表 1 IPCC 对海洋天然气水合物分解后向大气释放通量的历次估算 

IPCC 评估年

份 

海洋地质甲烷排放对大

气的贡献量（Tg∙yr−1 

CH4） 

主要参考文献 

第一次 IPCC

报告（1990） 
5 

甲烷水合物与全球气候

(Kvenvolden, 1988). 

第二次 IPCC

报告（1995） 
未提及 天然气水合物来源未纳入总清单 

第三次 IPCC

报告（2001） 
5 

全球甲烷循环三维模型综述 

(Fung et al., 1991). 

第四次 IPCC

报告（2007） 
5 

政府间气候变化，2007 年气候变

化综合报告(Bernstein et al., 2008). 

第五次 IPCC

报告（2013） 
6 

利用大型、动态和微生物介导的天

然气水合物电容器反思全球碳循环

(Dickens, 2003；Denman et al., 

2007). 

第六次 IPCC

报告（2021） 
54（33~75） 

AR6 增强了对海洋中红树林和深海

大洋最小含氧带（OMZ）的 CH4 排

放量估算.当 OMZ 上升并接近透光

带时，近海区低氧或严重缺氧期延

长，都会增强海气 CH4 通量(袁佳

双等, 2024). 

4 甲烷运移扩散的影响因素 

海底甲烷的运移扩散受到物理、化学、生物和地质四大因素的综合控制.海水

温度和盐度变化影响甲烷溶解度，海流和海浪控制甲烷的水平输运与垂直混合，

溶解氧含量决定微生物氧化消耗速率，而海底地形则控制甲烷渗漏点分布和气泡

上升路径（（图 9）.这些因素相互作用，共同决定了甲烷在海洋环境中的分布特征



和运移规律. 

 

图 9 海底甲烷运移扩散影响因素图，据(Ruppel, 2011)修改. 

4.1 物理因素 

海水温度和盐度是影响甲烷溶解度的关键因素.温度升高显著降低甲烷在海

水中的溶解度，海水温度每升高 1℃，甲烷溶解度降低约 3%-4%(Tishchenko et al., 

2005).盐度增加同样导致溶解度下降.因此，在低温、低盐度的极地海域，甲烷溶

解度相对较高；而在温暖、高盐度的热带海域，甲烷更易从水体中逸出.温度升高

使甲烷分子热运动加剧，扩散系数增大，在热带海域甲烷能够快速扩散到较大范

围(Xu et al., 2001).在南海北部陆坡等甲烷渗漏区域，夏季高温使更多甲烷以气泡

形式上升.而在河口等淡水注入区域，温度和盐度的剧烈变化导致甲烷溶解度和

扩散系数出现显著的时空差异(Rehder et al., 2001).对于气泡态甲烷，海水密度和

压力共同控制其上升行为.根据斯托克斯定律，海水密度增大时气泡浮力相对减

小，上升速度降低；压力增大使气泡体积收缩，同时改变其上升速度和溶解速率.

在深海环境（（如大西洋马尾藻海）中，高密度、高压以及温度分层共同作用，使

得甲烷气泡在上升过程中经历复杂的溶解-收缩动力学过程(Reeburgh, 2007)，部

分气泡甚至在到达海表前完全溶解. 

海流和海浪是甲烷水平和垂直输运的主要动力.强海流能够将甲烷进行长距

离水平输运，海浪通过引起湍流混合和垂直混合作用，加速甲烷的垂直输运过程，



在强风暴期间，海浪能使甲烷垂直扩散系数增大数倍(Hofmann et al., 2010).海浪

破碎时产生的气泡还能将海水中的甲烷携带到大气中，增强海-气交换过程，在

海浪频繁破碎的近岸海域，甲烷的海-气交换通量明显增高. 

4.2 化学因素 

溶解氧含量和氧化还原电位控制着甲烷的氧化速率.在有氧条件下，好氧甲烷

氧化菌（（MOB）催化甲烷氧化为二氧化碳，这一过程是水体甲烷浓度降低的主要

机制(Kotelnikova, 2002).氧化还原电位较低的环境有利于甲烷的保存和运移，而

高氧化还原电位区域甲烷氧化速率加快.海水中的化学成分（（如硫酸根离子、金属

离子等）与甲烷发生化学反应，影响甲烷运移扩散.例如，硫酸根离子参与甲烷厌

氧氧化过程，消耗甲烷并产生硫化氢(Timmers et al., 2016). 

氧化还原电位（（ORP）作为衡量水体氧化还原状态的重要指标，与甲烷的氧

化和运移密切相关.较高的氧化还原电位通常意味着水体具有较强的氧化性，有

利于甲烷的氧化反应进行.在这种环境下，甲烷能够更容易地被氧化为二氧化碳

和水，从而减少了甲烷在水体中的含量和运移距离.在一些富氧的河口区域，由于

水体中含有大量的溶解氧和氧化性物质，氧化还原电位较高，甲烷在这些区域的

氧化速率明显加快，运移范围也受到了较大的限制(Li et al., 2022b).在低氧化还原

电位的缺氧或厌氧水体中，甲烷氧化效率大幅降低，甲烷因而在水体中保持较高

稳定性，更易通过扩散和对流方式向上运移. 

4.3 生物因素 

微生物在甲烷的氧化、消耗及运移过程中起关键作用.甲烷氧化菌可利用甲烷

作为碳源和能源，将甲烷氧化为二氧化碳(Caldwell et al., 2008).微生物的代谢活

动还会改变周围环境的化学性质，影响甲烷的溶解度和扩散系数.甲烷氧化菌是

甲烷氧化的关键参与者，通过甲烷单加氧酶（MMO）的催化作用，将甲烷逐步

氧化为甲醇、甲醛、甲酸，最终转化为二氧化碳(Lawton et al., 2016).在浅海区域，

水体与大气的交换频繁，溶解氧含量较高，好氧甲烷氧化菌的活性较强，能够有

效地氧化甲烷(Liebner et al., 2011).在黑海的深层水体中，由于缺氧，厌氧甲烷氧

化菌通过与硫酸盐还原菌的共生作用，将甲烷氧化，同时消耗水体中的硫酸盐

(Cheng et al., 2022).微生物在代谢过程中会产生多糖等物质，这些物质能够吸附



甲烷，降低甲烷的扩散系数，从而减缓甲烷在水体中的扩散速度(Alperin et al., 

2010；Ruff et al., 2013). 

生物扰动是影响甲烷运移扩散的重要方式之一，大型生物（（如鱼类、底栖生

物）的行为活动对甲烷运移扩散产生间接影响.鱼类的游动引起水体扰动，促进甲

烷的扩散.底栖生物如贝类、虾类和蟹类等，在海底沉积物中挖掘洞穴、摄食和移

动的行为会改变沉积物结构和孔隙度，进而影响甲烷在沉积物中的释放和运移

(Miller et al., 2002).在一些潮间带区域，大量的贝类和虾类活动频繁，使得该区域

的甲烷从沉积物向水体的释放速率明显高于其他区域(Bonaglia et al., 2017). 

4.4 地质因素 

海底地形地貌是影响甲烷泄漏点分布和运移路径的重要因素.在海沟、峡谷等

地形区域，甲烷容易聚集并沿地形通道运移，海底山脊和凸起则可能阻碍甲烷的

扩散(Tryon et al., 2002).复杂的地形地貌导致甲烷在水体中的运移呈现非均匀性.

然而，一旦海沟附近发生地质构造活动，如板块俯冲、地震等，可能导致甲烷水

合物分解，从而引发甲烷泄漏.海山的形成过程可能导致地层中形成裂缝和通道，

为甲烷的运移提供了条件.相关研究表明海山顶部和山坡的甲烷浓度明显高于周

围海域，表明这些区域存在甲烷泄漏点，且甲烷通过海山的裂缝和孔隙向上运移

(Iyer et al., 2012；Polonik et al., 2024). 

海底地形的坡度和起伏也会对甲烷的运移产生影响.在坡度较大的海底区域，

甲烷气泡在上升过程中受到的重力分力较大，导致气泡的上升路径发生偏移.当

海底坡度达到一定程度时，甲烷气泡的上升路径会向坡度较低的方向弯曲，使得

甲烷在海水中的扩散范围发生改变(Leifer et al., 2002a；Leifer et al., 2002b；Liu et 

al., 2022).海底的起伏还会影响海水的流动，进而影响甲烷的运移.在海底起伏较

大的区域，海水会形成复杂的环流和涡流，这些水流会携带甲烷气泡，使甲烷运

移路径变得更加复杂.由于海底地形起伏较大，海水形成了多个局部环流，甲烷在

这些环流的作用下，运移路径呈现出不规则的形态，扩散范围也受到了显著影响

(Liang et al., 2012).沉积物的粒度、孔隙度等特性对甲烷吸附和运移也有重要影响.

细粒沉积物孔隙度小，甲烷扩散速度慢；粗粒沉积物孔隙度大，有利于甲烷的运

移(Duan et al., 2023). 



5 海洋甲烷泄漏的监测技术 

5.1 现有监测技术的优势与局限性 

海底原位观测技术是直接在海底甲烷泄漏现场进行观测和数据采集的关键

手段，原理基于多种物理、化学和生物传感器，能够实时获取甲烷泄漏区域的各

种参数信息.在南海北部陆坡的甲烷泄漏观测中，ADCP 被用于监测海流的变化，

发现海流的流速和流向对甲烷的扩散范围和路径有着显著影响 (Chen et al., 

2024a).溶解氧传感器则基于电化学原理，通过测量海水中溶解氧的浓度变化，进

而了解甲烷在水体中的氧化速率和运移过程.在墨西哥湾的甲烷泄漏区域，溶解

氧传感器的观测数据表明，随着甲烷浓度的升高，溶解氧浓度显著降低，揭示了

甲烷氧化对水体溶解氧的影响(Ayasse et al., 2022；Irakulis-Loitxate et al., 2022). 

利用自主式水下航行器（（AUV）和遥控水下机器人（（ROV）搭载各种传感器，

能够对甲烷泄漏区域进行高精度的原位观测.AUV 具有自主航行能力，可按照预

设航线对大面积海域进行巡查，获取甲烷浓度、海水温度和盐度等参数的空间分

布数据(Aguzzi et al., 2019；Radziejewska et al., 2024；Wohleber et al., 2025).在挪

威海域的甲烷泄漏研究中，AUV 多次对泄漏区域进行探测，绘制出了详细的甲

烷浓度分布图，为研究甲烷的扩散规律提供了重要数据(Fallati et al., 2023).ROV 

则可在操作人员的远程控制下，对特定的甲烷泄漏点进行近距离观测和采样，获

取更准确的甲烷泄漏源信息. 

近年来，我国在海洋甲烷渗漏监测技术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中国广州海洋地

质调查局等机构针对海洋甲烷渗漏循环过程，系统开展了从海底沉积物到海水的

甲烷溶解-扩散-运移规律研究，建立了覆盖海底-水体-大气三层两界面的甲烷调

查监测技术体系（图 10）.该体系包括：（1）深海沉积物孔隙水长期原位采集技

术，可实现海底以下 8 m 剖面的连续观测；（2）海底甲烷渗漏气泡通量声-光联

合测量技术，结合多波束声呐和光学成像实现高精度通量估算；（3）水体甲烷锚

系潜标监测技术，通过感应耦合传输实现 1500 米级深海长期观测；（4）海-气界

面甲烷交换通量的连续监测采用涡度相关法自动测量技术.这些技术的应用为天

然气水合物试采等重大工程提供了监测保障，推动了我国海洋甲烷监测能力的提

升(Di et al., 2023；Liang et al., 2025). 



 

图 10 海底-水体-大气“三层两界面”的甲烷调查监测技术装备体系. 

然而，现有监测技术也存在明显的局限性.在测量技术方面，甲烷浓度的精确

测量仍面临挑战，特别是在低浓度环境下，传感器的稳定性和漂移问题影响长期

观测精度.溶解态甲烷和气泡态甲烷的区分测量技术尚不完善，难以准确评估不

同形态甲烷的贡献比例(Erland et al., 2022；Lin et al., 2023).深海环境的高压、低

温、黑暗以及复杂的地形条件，对观测设备的性能和稳定性提出了极高要求，增

加了设备研发和维护的难度.观测设备的能源供应和数据传输也存在一定限制，

难以实现长时间、大范围的连续观测，导致时空观测密度不足. 

5.2 实验模拟与数值模拟技术 

根据海洋的点位监测，可以通过实验模拟的手段，将海洋点数据模拟成为面

上数据.从局部的静态观测，到全球的面上动态模拟，实验模拟与数值模拟技术为

监测提供了有效扩充.为深入探究海底甲烷泄漏后在水体中的运移扩散机理，研

究人员搭建了一套高精度的室内模拟实验装置(Xie et al., 2022；Chunwen et al., 

2024).此类装置主要由高压反应釜、温度控制系统、压力控制系统、气体注入系

统、数据采集系统等部分组成.高压反应釜是实验的核心部分，采用高强度不锈钢

材质制成，能够承受高达 100MPa 的压力，有效模拟深海高压环境. 

在实验设计方面，采用控制变量法，系统研究各因素对甲烷运移扩散的影响.

设置了多组实验，每组实验控制一个变量，如温度、压力、盐度、海流速度等，



其他变量保持不变.基于实验结果，建立了综合考虑多维运移过程的数值模拟模

型(Gamwo et al., 2010；Xu et al., 2022).利用现场观测数据对模型进行验证，收集

北冰洋实际海底甲烷泄漏区域的观测数据，包括甲烷浓度、海流速度、温度、盐

度等参数.数值模拟技术将监测体系的各个点位数据或者站点数据进行拟合，实

现由点到面的全局空间分布分析（图 11）. 

 
图 11 实验室模拟及甲烷渗漏数值模拟，a 图为海底烃类气体渗漏实验模拟装置(李双林等, 

2020)，b 图为北冰洋水柱中溶解的 CH4 浓度曲线模拟(Jansson et al., 2019)，c 图为具有空间异

质性的天然气水合物储层的渗透率分布(Jansson et al., 2019). 

模型验证通过后，将其应用于不同泄漏情景下甲烷运移扩散的模拟分析，为

监测技术优化和防控对策制定提供科学依据.数值模拟可综合考虑泄漏源强度、

持续时间、海底地形和海洋环境等多种参数，预测甲烷在水体中的三维运移扩散

过程及浓度时空分布，为监测站布局和预警系统设计提供理论支撑. 

6 结论与展望 

海洋甲烷渗漏作为全球碳循环的重要环节，运移扩散机制及生态环境影响对

深入理解海洋碳汇功能和气候变化具有重要意义.综述整合了多源数据与多尺度

研究方法，概述海底到大气的甲烷渗漏空间分布、来源机制、运移扩散及环境效

应.主要结论与展望如下： 

（1）海底甲烷渗漏的全球分布格局受构造活动主导，呈现活跃构造带高渗



漏，向稳定边缘递减的空间梯度.环太平洋构造带因板块俯冲使 SMTZ 浅化，为

全球渗漏最活跃区域之一.大西洋中脊、地中海弧后盆地等构造活跃区同样表现

出高渗漏特征.相比之下，受控于较低的热流和有限的断裂系统，被动大陆边缘如

美国东海岸、西非边缘等区域渗漏强度显著降低. 

（2）沉积层甲烷渗漏强度与分布模式由地球动力学与生物地球化学过程综

合控制，主要受四类因素控制：地质构造断裂系统提供甲烷向上运移的优势通道；

SMTZ 深度（（受热流与沉积速率调控）决定厌氧氧化带的消耗能力；有机质丰度

影响甲烷生成潜力；天然气水合物稳定带边界的位置控制深部甲烷储库的封存与

释放. 

（3）甲烷垂直剖面的水体分层输运过程受多重物理化学机制控制.气泡上升

过程遵循浮力-溶解耦合机制，溶解度随水深减小而降低，但海水密度分层、气泡

尺寸演化(受表面张力与压力变化影响)及湍流混合显著改变气泡滞留时间.垂向

传输效率取决于渗漏通量、水深、微生物群落活性及物理混合强度的综合作用. 

（4）海洋作为全球甲烷的源汇双重角色，在空间上呈现显著差异.北极浅海

陆架及构造活跃带的高通量渗漏区是甲烷向大气输送的源区.相比之下，深海和

低渗漏通量的被动边缘区域则构成强效的甲烷汇.海洋微生物构成的多层次生物

过滤器显著削减甲烷大气排放，沉积层 SMTZ 内 AOM 消耗约 70%-90%的向上

扩散甲烷，剩余进入水体后大部分被好氧氧化，最终逸出大气的甲烷约 1.5%-4%. 

（5）尽管海洋甲烷渗漏对全球大气甲烷浓度的直接贡献相对有限，但海底储

存的数千 Gt 甲烷水合物在气候变暖情景下具备巨大释放潜势，构成长期气候威

胁.仍需建立长期监测体系，特别针对热点区域的高频动态监测网络.推进基于甲

烷氧化微生物的负排放工程化应用，构建全球甲烷渗漏数据库，为海洋碳汇评估、

气候模型搭建等提供支撑，服务双碳目标与全球气候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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